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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究枸杞岛近岸海域漂浮铜藻(Sargassum horneri)发生量及其来源, 本研究以枸杞岛筏架定生和底栖铜藻

为研究对象, 根据定生铜藻生长、气囊形成时间及生物量变化规律, 从源头上解析漂浮铜藻发生时间、生物量及漂

浮路径。结果表明: (1)来源于筏架定生的漂浮铜藻形成时间比来源于底栖的漂浮铜藻早 5~6 个月, 枸杞岛近岸海域

约 99.12%的漂浮铜藻生物量来源于筏架定生铜藻, 而底栖铜藻形成的漂浮铜藻生物量仅占 0.88%。(2)筏架定生铜

藻脱离附着基后形成的漂浮铜藻株数约 22×106 株, 生物量约 141938 t, 经估算仅枸杞岛筏架定生来源的漂浮铜藻

生物量约占东海区漂浮铜藻总量的 23.36%, 底栖来源的铜藻约占 0.21%。(3)结合我国不同区域定生铜藻生物量、

漂浮铜藻出现时间、潮流及长江环锋影响铜藻漂浮路径等因素分析, 我国漂浮铜藻可能有两条路径来源, 北面来源

为辽东半岛和山东附近海域, 南面为长江河口以南区域。以上研究结果可为解析枸杞岛近岸海域漂浮铜藻来源及

预测发生可能性提供参考, 同时也可为“金潮”溯源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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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藻(Sargassum horneri)是北太平洋西部地

区一种特有的暖温带性藻类[1], 凭借固着器可定

生在近岸岩礁或养殖筏架设施上。定生铜藻在物

理和生物作用下, 脱离附着基或断裂后可漂浮于

海面[2]。漂浮铜藻规模性的聚集和暴发式的增长, 

导致近年来我国黄东海区“金潮”现象频发[3-7]。为

探究“金潮”的形成原因, 确定漂浮铜藻暴发的原

因成为关键。但由于漂浮铜藻暴发范围广、漂浮

周期长及漂浮路径复杂, 在判别漂浮铜藻来源上

存在困难。现有判别漂浮铜藻来源的方法主要借

助卫星遥感[8-10]、分子鉴定[11-15]等相关手段。而

仅依靠卫星遥感很难区分同一区域内不同生境下

的铜藻来源、早期漂浮铜藻起源及漂浮路径[16-17]; 

分子鉴定所采集的样本大多为底栖和漂浮铜藻 , 

在样本来源判定上存在不确定性, 基因溯源更为

复杂。因此, 在漂浮铜藻早期发生阶段研究定生

铜藻脱离附着基的生物量变化和生长规律, 对量

化漂浮铜藻生物量和解析漂浮铜藻来源具有重要

意义。 

铜藻气囊的形成是支撑藻体漂浮不可或缺的

条件之一。当铜藻脱离附着基或断裂后, 借助气

囊提供的浮力作用漂浮于海面, 辅以营养繁殖的

方式继续存活[18-19]。吴祖立等[20]通过研究枸杞岛

底栖铜藻气囊形成时间, 发现底栖铜藻在翌年 3—4

月主侧枝气囊数量显著增加, 翌年 4 月主侧枝的

气囊数量达最大。朱旗等[18]对比定生型和漂浮型铜

藻气囊, 发现漂浮型铜藻气囊数量更多。上述研

究分析了铜藻气囊形成时间及数量差异, 但铜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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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囊和藻体浮力有关时间的研究较少。由此, 探究

定生铜藻气囊的形成与气囊浮力能支撑藻体漂浮

的时间是判别漂浮铜藻发生的关键要素。 

查清筏架定生和底栖铜藻脱离附着基后形成

的漂浮铜藻规模占比, 是判别漂浮铜藻生物量来

源的重要依据。当前, 枸杞岛贻贝筏式养殖规模

较大, 筏架设施中定生着大量的铜藻, 在离筏架

设施不远的近岸岩礁上也分布着一定数量的底栖

铜藻。但各类因素影响及外界干扰导致底栖铜藻

规模正逐年减少[21-23], 枸杞岛底栖铜藻生物量调

查上也表现出这一趋势[2,24]。由此认为, 底栖铜藻

在分布和数量上难以形成庞大的漂浮铜藻群体。

Qi 等[16]通过卫星监测及遥感分析发现 1 月枸杞岛

附近有漂浮铜藻出现, 且当地有底栖铜藻种群存

在; 丁晓玮等[25]通过走航线的调查方式对长江口

附近海域的漂浮铜藻进行监测, 发现浙江舟山附

近海域漂浮铜藻生物量较大, 同时枸杞岛贻贝养

殖区中定生大量铜藻。目前, 对于漂浮铜藻来源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筏架定生和底栖两种生境上。

受调查方式的局限, 在判别漂浮铜藻生物量具体

来源于筏架定生或底栖铜藻方面未有清晰的界定, 

因此有必要从枸杞岛筏架定生和底栖铜藻来源的

漂浮铜藻生物量组成和差异上加以判别。 

为解析枸杞岛近岸海域漂浮铜藻发生量及其

来源, 本研究调查了枸杞岛筏架定生和底栖铜藻

生物量变化及脱离附着基后形成漂浮铜藻的生物

量差异, 探讨定生铜藻的生长、气囊形成时间、

生物量变化规律, 以期建立枸杞岛近岸海域漂浮

铜藻发生来源与东海区漂浮铜藻生物量之间的关

系, 解析导致漂浮铜藻大规模出现的成因, 为“金

潮”防控及海藻场修复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地点概况及站点选择 

枸杞岛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马鞍列岛东

部, 海岸线总长为 22.51 km, 受长江河口冲击影

响, 丰富的营养盐为当地贻贝筏式养殖提供了良

好的基础。目前贻贝养殖区面积约为 14.87 km2[26], 

在养殖筏架设施中定生着大量的铜藻。筏架定生

铜藻调查地点选择枸杞岛贻贝养殖区西北侧进行

采样, 以岸线为起始设立了 3 个断面: F1、F5 为

近岸站点, F3 为养殖区中部, F2、F4 为靠外站点; 

底栖铜藻调查选取了 5 个代表性的站点, 其中

D1、D3 位于枸杞岛西北侧贻贝养殖区附近, D2

位于 D1 站点的西南侧, D4、D5 位于内湾处(图 1)。 

 

 
 

图 1  本研究调查站点 

Fig. 1  Sampling stations in the study 

 
1.2  实验设计 

1.2.1  筏架定生铜藻采样调查实验  筏架定生铜

藻采样时间为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4 月, 其中

2018 年 12 月和 2019 年 3 月由于海况原因, 未采

集到有效样本, 2019 年 5—6 月铜藻已衰败, 未观

测到藻体。按月采集筏架设施中主梗绳和吊养贻

贝绳上的定生铜藻并装袋编号(图 2)。同时记录采

样绳长(m), 并于当天将所采藻体运回实验室, 逐

月记录筏架定生铜藻密度和湿重生物学参数。 

1.2.2  底栖铜藻调查实验  底栖铜藻环岛调查实

验于 2023 年 10—11 月, 对枸杞岛底栖铜藻进行

采样调查(图 3), 但由于时间条件限制, 未能对成

藻期铜藻进行环岛采样。采样船只抵岸后目测底

栖铜藻密度, 将其分为低、中、高 3 个密度分区, 

在3个分区中分别采集8个样方, 采用30 cm×30 cm

样方框进行随机取样。记录样方内铜藻的密度和

湿重生物学参数, 并通过谷歌地图中的测距工具

对不同密度分区位置进行标注及测量岸线长度 , 

绘制出相应的不同密度岸线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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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筏架定生铜藻 

a. 筏架定生铜藻; b. 筏架主梗绳定生铜藻; c. 筏架吊养贻贝定生铜藻. 

Fig. 2  Sargassum horneri attaching to raft 
a. Sargassum horneri attached to raft; b. Sargassum horneri attached to raft main stem rope; 

 c. Sargassum horneri attached to mussels suspending on raft. 

 

 
 

图 3  底栖铜藻 

Fig. 3  Benthic Sargassum horneri 
  

1.3  调查方法 

1.3.1  筏架定生铜藻密度和单位面积生物量估算  

分别计算单位面积内筏架定生铜藻对应的株

数和湿重。枸杞岛贻贝养殖总面积约为 14.87 km2 

(贻贝养殖总面积计算以 14866666 m2 为标准), 每

666.67 m2 下约有 4 根主绳, 绳与绳间距为 4 m, 

每根绳长约为 55.58 m (图 4)。单位面积内对应的

株数计算方法为: 单位面积内对应的株数=4 根主

绳长度×每米绳上的株数/666.67 m2, 即单位面积

对应的铜藻密度; 单位面积内生物量的计算方法

为: 单位面积内生物量=666.67 m2 下的铜藻总湿

重/666.67 m2。将单位面积内铜藻的密度和贻贝养

殖总面积相乘, 可估算出筏架定生铜藻的总株数。 

 
 

图 4  枸杞岛贻贝养殖筏架结构 

1. 锚桩; 2. 锚绳; 3. 浮球; 4. 主梗绳; 5. 贻贝苗绳; 

6. 贻贝定生铜藻; 7. 主梗绳上定生铜藻. 

Fig. 4  Structure of the mussel culture raft 
1. Anchor block; 2. Mooring lines; 3. Bouys; 4. Raft rope;  

5. Mussels string; 6. Sargassum hornerI attached to mussels; 
7. Sargassum horneri attached to raft main stem rope. 

 

1.3.2  底栖铜藻分布宽幅面积估算  为进一步评

估枸杞岛底栖铜藻分布宽幅情况。依据先前调查

底栖铜藻 5 个采样站点的垂直分布水深距离, 以

及各站点的潮间带有铜藻分布的上限至潮下带无

铜藻分布下限的水平距离, 通过勾股定理计算出

5 个站点底栖铜藻分布的宽幅后再取平均值, 即

为底栖铜藻分布宽幅的平均值。随后结合底栖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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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分布宽幅的平均值和底栖铜藻密度岸线分布长

度, 两者进行近似长方形面积的计算, 估算出枸

杞岛底栖铜藻的分布宽幅面积。由于实验条件有

限不能潜水并直接测量海藻床宽幅, 需经过公式

(1)计算得出宽幅:  

 
2 2c a b   (1) 

式中, a 为铜藻在潮间带上限至潮下带下限分布的

垂直距离差; b 为垂直于岸线近端潮间带有铜藻分

布的上限至潮下带无铜藻分布下限的水平距离; c
为 a, b 两边的斜边(忽略底质高低起伏等情况, 以最

小斜边距离进行计算, 即底栖铜藻分布的宽幅长度)。 

1.3.3  筏架定生和底栖铜藻损失后形成漂浮铜藻

株数与生物量估算  筏架定生和底栖铜藻损失后, 

需根据藻体气囊的形成和气囊浮力能支撑藻体漂

浮的时间进行漂浮铜藻株数和生物量的评估。筏

架定生铜藻损失后形成漂浮铜藻的总株数=单位

面积内筏架定生铜藻形成漂浮铜藻的密度损失量

×贻贝养殖总面积; 底栖铜藻损失后形成漂浮铜

藻总株数=[(单位面积内低、中、高三个密度分区

的底栖铜藻密度×对应分布面积)后累加]×幼苗至

成藻期密度损失率。其次通过漂浮铜藻株数及杨

起帆等[27]模拟漂浮铜藻相对生长速率, 估算出筏架

定生和底栖铜藻损失后形成漂浮铜藻的生物量。 

1.4  数据处理与分析 

铜藻湿重采用电子天平称量(精度为 0.01 g), 

采用 Excel 软件整理数据, Origin 2021 进行绘图, 

采样站点图用 ArcMap 10.8 软件绘制。描述性统

计值采用平均值±标准误( x ±SE)表示。采用 SPSS 

25.0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 采

用铜藻的湿重变化来表示相对生长速率(relative 

growth rate, RGR), RGR 计算公式[28]如下:  

 RGR(%·d-1)=[In(Wt /W0)/t]×100% (2) 
式中, Wt 为 t 天后铜藻的鲜重, W0 为初始铜藻鲜重。 

2  结果与分析 

2.1  筏架定生铜藻密度和单位面积生物量的月

变化规律   

由图 5a 所示, 9 月至翌年 4 月筏架定生铜藻

密度呈下降趋势。9 月初始密度最高, 为(3.32± 

1.01) ind/m2; 10 月铜藻密度下降明显为 (1.81± 

0.62) ind/m2, 与后续 11 月、翌年 1 月铜藻的密度

相差不大; 翌年 2 月密度为(0.78±0.36) ind/m2, 4

月铜藻密度最低, 为(0.33±0.17) ind/m2。在密度损

失量方面, 10 月筏架定生铜藻密度损失量最大, 

为 1.51 ind/m2; 11 月筏架定生铜藻密度损失量为

0.08 ind/m2; 翌年 2 月为 1.04 ind/m2; 翌年 4 月为

0.45 ind/m2; 其余月份损失量相差较小。 

 

 
 

图 5  筏架定生铜藻密度(a)和单位面积生物量(b)的月变化 

a. 筏架定生铜藻密度变化; b. 筏架定生铜藻单位面积生物量变化. 不同字母表示组间差异显著(P<0.05). 

Fig. 5  Monthly changes in density (a) and biomass per unit area (a) of Sargassum horneri attaching to rafts 
a. Density changes of Sargassum horneri attached to raft; b. Changes in biomass per unit area of Sargassum horneri  

attached to raft.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P<0.05). 
 

筏架定生铜藻单位面积的生物量情况由图 5b

所示, 9 月至翌年 4 月筏架定生铜藻单位面积的生

物量呈先增长后下降趋势。9 月铜藻处于着苗生

长初期, 植株单位面积生物量较低, 平均为(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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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g/m2; 随时间变化铜藻藻体的分枝及叶片次

序繁茂, 湿重不断增加, 其中翌年 1 月单位面积

生物量最高, 平均为(107.45±30.61) g/m2; 当铜藻

湿重增加时藻体所受波浪的拖拽力也逐渐增强 , 

导致翌年 1—4 月铜藻株数损失明显, 翌年 4 月筏

架定生铜藻单位面积生物量最低, 平均为(56.16± 

25.54) g/m2。 

2.2  底栖铜藻幼苗至成藻期的密度和单位面积

生物量变化规律   

如图 6 所示, 不同密度分区底栖铜藻岸线分

布长度占比情况为低密度>中密度>高密度, 高密

度分区铜藻的分布长度占总岸线的 5.21%, 中密

度占 14.41%, 低密度占 33.87%, 无铜藻分布长度

占 46.50%。底栖铜藻密度分布规律为北侧、西北

侧较多, 西北侧外围有较大面积的贻贝养殖区受

波浪影响较小; 东南侧分布适中, 外围也有小部

分贻贝养殖区; 南侧分布稀疏, 仅在靠湾内侧有

少许分布; 其余方向没有铜藻分布的地方多为沙

滩和码头等地。 
 

 
 

图 6  底栖铜藻密度分布图 

Fig. 6  Density distribution map of benthic  
Sargassum horneri in intertidal zone 

 

在低、中、高 3 个不同密度分区下, 铜藻密

度的疏密会对藻体生长产生制约影响, 低密度分

区的铜藻在适宜密度分布下, 生长发育优于高密

度分区铜藻(图7)。低密度分区铜藻的密度为(62.90± 

15.48) ind/m2, 单位面积生物量为(34.45±8.66) g/m2; 

中密度分区铜藻的密度为(225.17±24.06) ind/m2, 

单位面积生物量为(33.11±5.37) g/m2; 高密度分

区铜藻的密度为(464.81±63.02) ind/m2, 单位面积

生物量为(17.70±3.55) g/m2。 

为评估枸杞岛底栖铜藻幼苗至成藻期的损失

株数。由表 1 可知, 底栖铜藻海藻床宽幅平均值

为(4.70±1.62) m。综合图 6, 结合底栖铜藻不同密

度分区的初始密度和对应分布面积, 估算出底栖

铜藻幼苗期的总株数。由于受时间限制, 未能对

底栖铜藻的成藻期进行调查。依据底栖铜藻幼苗

和成藻两个时期的密度平均损失率为 61%[29], 估

算得出枸杞岛底栖铜藻幼苗至成藻期损失株数约

5.03×106 株。 

 

 
 

 

图 7  底栖铜藻不同密度分区的密度和 

单位面积生物量变化 

不同字母代表同一参数不同密度分区间差异显著(P<0.05). 
Fig. 7  Changes of density and biomass per unit area in 

different density zones of benthic Sargassum horneri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density zones on the same parameter (P<0.05). 

 
表 1  底栖铜藻海藻床宽幅参数统计 

Tab. 1  Algal bed width parameter statistics  
of benthic Sargassum horneri 

 15; SEn x   
底栖站点 benthic site参数 

parameter D1 D2 D3 D4 D5

平均值
average

垂直距离差(a)/m 
vertical distance difference

3.29 1.66 1.88 1.96 2.22 − 

水平距离(b)/m 
horizontal distance 

6.12 2.08 5.06 3.31 4.08 − 

宽幅(c)/m width 6.95 2.66 5.40 3.84 4.64 4.70±0.72

注: 表中“−”表示无该数据或该数据无意义. 

Note: −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no data or the data is meaning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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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筏架定生和底栖铜藻损失后形成漂浮铜藻

的生物量情况   

如表 2 和表 3 所示, 估算得出枸杞岛筏架定

生和底栖铜藻初始株数分别为 49357331 株、

8249796 株, 筏架定生铜藻株数约是底栖铜藻的 6

倍。枸杞岛筏架定生和底栖铜藻脱离附着基后形

成的漂浮铜藻生物量情况如表 2 和表 3 所示。调查

发现枸杞岛筏架定生铜藻形成漂浮铜藻的时间最

早为 10 月末。如表 2 所示, 估算得出筏架定生铜

藻 10 月末至翌年 4 月总损失株数约 22×106 株, 形

成漂浮铜藻的生物量约 141938 t, 该阶段损失的株

数和生物量可能为漂浮铜藻提供生物量基础; 10

月末以前筏架定生铜藻的损失株数约 22.45×106 

株, 受铜藻气囊形成时间及浮力作用影响, 该阶

段不具备形成漂浮铜藻条件, 铜藻脱离附着基后

会受自身重力影响沉降到海底, 不计入漂浮铜藻

生物量来源; 最终枸杞岛筏架定生铜藻剩余铜藻

株数约 4.90×106 株。底栖铜藻气囊的数量能为藻

体提供浮力时间最早为翌年 3 月末或更晚, 依据

漂浮铜藻出现时间及单株铜藻脱离附着基后形成

的漂浮铜藻生物量, 估算得出漂浮铜藻的生物量

约 1261 t。受调查时间局限影响, 翌年 3 月末至 5

月末所损失的株数为底栖铜藻幼苗至成藻期损失

的株数, 会导致估算出的漂浮铜藻生物量大于实

际形成的漂浮铜藻生物量。筏架定生和底栖铜藻

损失后形成漂浮铜藻的株数约为  27.03×106 株 , 

生物量约 143199 t。整体上, 筏架定生铜藻损失后

形成漂浮铜藻的生物量占漂浮铜藻总生物量的

99.12%, 而底栖铜藻形成的漂浮铜藻生物量仅为

总生物量的 0.88%。 
 

表 2  筏架定生铜藻参数统计 

Tab. 2  Parameter statistics of Sargassum horneri attaching to raft 

采样日期 
sampling 

date 

初始铜藻湿重/g 
initial wet weight 

of Sargassum 
horneri 

间隔时

间/d 
interval 

time 

相对生长速

率/(%/d) 
relative 

growth rate 

t 天后铜藻的湿重/g
wet weight of 

Sargassum horneri 
after t days 

剩余株数/株
number 

of remaining 
plants 

损失株数/株
number 
of lost 
plants 

漂浮铜藻

生物量/t 
floating 
seaweed 
biomass 

备注 
note 

2018.09.10 1.81 − − − 49357331 − − 首次采样 first sampling

2018.10.18 18.47 − − − 26908665 22448666 − 无法漂浮 unable to float

2018.11.02 28.55 173 4.68 93719.06 25719333 1189332 111463 可漂浮 floatable 

2019.01.23 61.67 − 4.68 − − − − 差异不明显 
difference is insignificant

2019.02.24 123.11 60 4.68 2040.76 11595999 14123334 28822 可漂浮 floatable 

2019.04.24 247.19 − 4.68 − 4906000 6689999 1653 可漂浮 floatable 

合计 total − − − − 4906000 44451331 141938 − 

注: 表中“−”表示无该数据或该数据无意义. 

Note: −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no data or the data is meaningless. 
 

表 3  底栖铜藻参数统计 

Tab. 3  Parameter statistics of benthic Sargassum horneri 

采样日期 
sampling date 

初始铜藻 

湿重/g 
initial wet weight 

of Sargassum 
horneri 

间隔 

时间/d 
interval 

time 

相对生长速

率/(%/d)
relative 

growth rate

t 天后铜藻的湿

重/g wet weight 
of Sargassum 
horneri after

t days 

剩余株 

数/株 
number of
 remaining 

plants 

损失株

数/株
number 
of lost 
plants

漂浮铜藻 

生物量/t 
floating 
seaweed 
biomass 

备注 
note 

2023.11.14 1.89 − − − 8249796 − − 首次采样 first sampling

2024.05.27 − 195 − − 3217420 − − 末次采样 last sampling

2024.03.31−2024.05.27 17.4 57 4.68 250.65 − 5032376 1261 可漂浮 floatable 

注: 表中“−”表示无该数据或该数据无意义. 

Note: −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no data or the data is meaning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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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枸杞岛近岸海域漂浮铜藻形成时间及来源

判别   

枸杞岛海域的筏架定生和底栖铜藻无法度夏, 

均为 1 年生, 新生补充群体也由定生铜藻通过有

性繁殖产生[27,30]。笔者观察发现, 6 月末后的枸杞

岛海域未见漂浮铜藻出现, 但该时期的底拖网作

业经常发现大量无气囊和叶片的沉底铜藻, 7 月

后沉底的铜藻也全部衰败消失, 由此得出枸杞岛

海域的漂浮铜藻一定来源于筏架定生和底栖铜藻

通过有性繁殖产生的新补充群体。日本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就有漂浮铜藻出现, 其仅来源于底栖

铜藻[31], 但所形成的漂浮铜藻规模远不及现今暴

发的“金潮”。近年来底栖铜藻的数量显著下降[23], 

筏架养殖设施的规模不断扩大, 海水富营养化水

平提高[32], 为筏架定生铜藻数量的增长提供了有

利条件, 也成为“金潮”暴发的又一潜在可能。枸

杞岛筏架定生铜藻的初始株数约是底栖铜藻的 6

倍。由于筏架定生铜藻处在高光照条件下, 生长

速度显著高于底栖铜藻[33], 也为铜藻气囊快速长

成后脱离附着基实现漂浮提供了必要条件。笔者

调查发现 9 月初筏架定生铜藻有少量气囊出现, 

但受藻体气囊个体小或数量少所形成的浮力不足

以支撑藻体漂浮, 在相对静水状态下的藻体会自

然下沉至海底, 并逐渐衰败消亡; 10 月末及后续

月份铜藻的气囊数量逐渐丰盈能为藻体提供足够

的浮力, 当铜藻脱离附着基后可营漂浮于海面。

陈亮然等[34]调查发现 9 月至翌年 1 月前枸杞岛的

底栖铜藻每个主侧枝气囊数量不足 5 个, 受净效

温度增长影响翌年 3 月后铜藻的气囊数量明显增

加。本研究中, 翌年 3 月末底栖铜藻的气囊数量

显著增多, 但分布于潮间带上部的铜藻, 由于植

株低矮仍无气囊出现。因此, 底栖铜藻脱离附着

基后形成漂浮铜藻的时间约为翌年 3 月末或更

晚。从漂浮铜藻形成时间分析, 来源于筏架定生

的漂浮铜藻形成时间比来源底栖的漂浮铜藻早

5~6 个月。受筏架定生和底栖铜藻气囊长成及浮

力影响, 铜藻脱离附着基后形成的漂浮铜藻在时

间维度的组成上也存在一定差异。2017 年 4 月初

至 5 月末中国东海区附近有更大规模的漂浮铜藻

斑块出现[8]。结合底栖铜藻脱离附着基后形成漂

浮铜藻时间, 以及筏架定生铜藻该阶段也具备形

成漂浮铜藻的条件, 认为 3 月末及后续月份形成

的漂浮铜藻来源于筏架定生和底栖铜藻, 并共同

导致后续月份漂浮铜藻生物量增加; 而 3 月末前

形成的漂浮铜藻来源可能仅为筏架定生铜藻。由

于枸杞岛筏架定生铜藻株高、最长初生分枝等的

生长速率远大于底栖铜藻, 在生长方面筏架定生

铜藻会更为迅速[33]。因此, 同一时期内筏架定生

铜藻生物量普遍高于底栖铜藻。从筏架定生和底

栖铜藻来源的漂浮铜藻生物量占比来看, 枸杞岛

近岸海域约 99.12%的漂浮铜藻生物量来源于筏

架定生铜藻, 底栖铜藻仅为 0.88%。 

3.2  枸杞岛近岸海域定生来源漂浮铜藻形成生

物量   

温度和光强是铜藻生长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

素[33]。漂浮铜藻为适应海表生存环境, 在面对高

光强及其他环境因素影响下, 具有更高的生长速

率及高光强适应能力[19]。为评估定生来源漂浮铜

藻的形成生物量, 选择合适的铜藻 RGR 尤为关

键。由于筏架定生和底栖铜藻相较于漂浮铜藻所

处环境差异不同, 导致定生铜藻的 RGR 已不再适

用于漂浮铜藻生物量的评估。刘正一等[19]和王惠

杰等[33]模拟铜藻漂浮 7 d 以及 30 d 的 RGR 分别

为 8.25%/d、6.89%/d, 可见不同模拟漂浮时间以

及所处光强和温度差异影响, RGR 呈现出较大变

化, 将会直接影响漂浮铜藻生物量的评估。因此, 

为减小因模拟漂浮周期长短以及光强和温度变化

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杨起帆等[27]在枸杞岛模拟漂

浮铜藻共 85 d 的 RGR 为 4.68%/d, 进行漂浮铜藻

生物量估算。受不同地域、环境因子、漂浮周期

等差异影响, 漂浮铜藻生物量的评估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 , RGR 的大小直接影响漂浮铜藻生物

量。此外, 铜藻漂浮周期的长短也是漂浮铜藻生

物量形成的驱动因素。Yatsuya[35]发现来源于日本

1 月的底栖铜藻可漂浮 14 周, 本研究根据铜藻气

囊形成后能够支撑其漂浮的时间周期测算, 筏架

定生和底栖铜藻脱离附着基后至少可分别漂浮 24

周、8 周。漂浮周期越长经 RGR 测算出的漂浮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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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最终生物量会呈暴发式增长, 能为漂浮铜藻快

速扩增提供有力支撑。因此, 漂浮铜藻的 RGR 以

及漂浮周期是评估其形成生物量的关键因素。 

Qi 等 [36]通过遥感估算显示东海区漂浮的覆

盖面积约 500000 km2, 2017 年 4 月漂浮铜藻生物

量最大为 607600 t。通过枸杞岛筏架定生铜藻可

形成铜藻漂浮生物量与东海区漂浮铜藻生物量对

比, 并依据 RGR (4.68%/d)和筏架定生来源(漂浮

173 d)、底栖来源(漂浮 57 d)铜藻的生长测算结果, 

仅枸杞岛筏架定生来源的漂浮铜藻生物量就占东

海区漂浮铜藻总量的 23.36%, 底栖铜藻占东海区

漂浮铜藻总量的 0.21%。此外, 漂浮铜藻生物量的

形成还与其断枝的再生能力有关, 杨起帆等[27]研

究表明定生铜藻主枝断裂后可在漂浮状态下再生, 

并能通过继续断裂和快速漂浮生长, 在短时间内

聚集形成较大数量的漂浮铜藻生物量。有关整株

漂浮铜藻与断裂成多个漂浮分枝生长速率更快的

科学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并加以证实。 

3.3  我国漂浮铜藻来源及漂浮路径浅析   

定生铜藻生物量来源方面。黄冰心等[3]调查

发现辽东半岛和山东沿岸都有底栖铜藻存在, 同

样枸杞岛底栖铜藻也有一定的生物量。但受各种

因素影响 , 底栖铜藻分布面积正呈逐年衰退 [37], 

似乎不足以支撑庞大的漂浮铜藻生物量。相较于

底栖铜藻, 筏架定生铜藻规模随养殖设施面积增

加也逐年增加, 例如山东仅荣成 2016 年海带筏式

养殖区面积可达 40 km2[38], 同时以长江河口以南

区域浙江为例, 舟山枸杞岛筏架贻贝养殖面积为

14.87 km2。可见当地养殖筏架设施为铜藻定生提

供了良好的附着基, 并且筏架定生铜藻相较于底

栖铜藻有更高的株高及生物量水平[38], 生长速率

也同样如此[33]。筏架定生铜藻脱离附着基后形成

的漂浮铜藻生物量会远超底栖铜藻并占据主导。

由此, 从定生铜藻生物量来源分析, 长江河口以

北和以南的筏架定生铜藻能够为漂浮铜藻提供生

物量来源。 

漂浮铜藻出现时间上, 山东附近海域漂浮铜

藻为 10—12月[39], Xing等[10]利用高分(GF)的高分

辨率卫星图像对海上漂浮铜藻的漂浮路径和起源

进行研究, 表明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 月山东

荣成是南黄海漂浮铜藻的潜在来源; Yuan 等[40]调

查发现 2019 年 10 月末山东半岛附近首次出现漂

浮铜藻并向南漂移, 翌年 1 月初抵达江苏紫菜养

殖区, 1 月末在东海区西北部消失。由此, 山东附

近海域定生铜藻脱离附着基后形成漂浮铜藻时间

约为 10—12 月甚至更晚。Zhang 等[8]利用卫星图

像可观测到浙江沿岸有漂浮铜藻初始斑块, Komatsu

等[4]于 2007 年 3 月通过在浙江外海漂浮铜藻上放

置定位浮漂并追踪, 发现漂浮铜藻在同年5 月抵达

大陆架边缘及受黑潮影响水域(包括南黄海)。本

研究中, 铜藻气囊的形成时间及数量是支撑定生

铜藻脱离附着基后形成漂浮的必要条件。枸杞岛

铜藻最早形成漂浮铜藻时间为 10 月末, 在翌年 1—5

月或更晚枸杞岛漂浮铜藻呈规模出现, 并随暖流

影响漂移至东海区和南黄海。因此, 辽东半岛和

山东附近海域或浙江枸杞岛区域形成的漂浮铜藻

存在两条不同的出现时间线。 

受不同区域海流影响导致漂浮铜藻呈现出不

同的漂浮路径。詹冬梅等[39]研究发现北黄海漂浮

铜藻受冬季强黄海沿岸流影响可向南漂移, 在漂

浮路径上呈现由北向南漂移趋势。由于 11 月至翌

年 2 月强北季风影响, 黄海会形成非常强的向南

沿岸流 [3,41], 导致该区域的漂浮铜藻呈向南漂移

特征。但由于长江环锋有防止颗粒漂移的阻碍

“墙”作用, 阻碍了长江河口以北区域的漂浮铜藻

的漂浮路径[12,20]。因此, 长江环锋可能作为分割

我国漂浮铜藻南北来源的分界线。相关研究表明, 

浙江沿岸的漂浮铜藻受长江稀释水流影响呈现向

东漂移特征 [36]0, 同时受黑潮暖流影响下被输送

到东海及南黄海区域[4], 漂浮路径上呈现由南向

北移动特征。不同潮流导致了漂浮铜藻呈现出两

种不同的漂浮路径来源, 北面来源的漂浮铜藻呈

由北向南漂移趋势, 而南面来源的漂浮铜藻呈由

南向北的趋势。目前漂浮铜藻引起的“金潮”现象

日益频发, 在我国南黄海和东海等地均有报道。

我国漂浮铜藻的来源大致可分为: (1)辽东半岛和

山东附近海域[3.38]; (2)长江口以南浙江到福建甚

至广东沿海 [16,25,38]。此外, 在分析漂浮铜藻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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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应结合不同区域定生铜藻生物量、形成漂浮

铜藻时间、不同区域漂浮铜藻漂浮路径等进行综合

考量。 

4  结论   

枸杞岛近岸海域的漂浮铜藻来源于定生铜藻

脱离附着基后产生, 且形成的漂浮铜藻生物量大

部分来源于筏架定生铜藻 ; 筏架定生铜藻数量

多、高 RGR 以及漂浮后的生存周期长等特性能为

我国黄东海区“金潮”的暴发提供生物量基础; 结

合我国不同区域定生铜藻生物量基础、漂浮铜藻

出现时间、潮流及长江环锋影响铜藻漂浮路径等

因素影响分析, 我国漂浮铜藻可能有两条路径来

源: 北面来源为辽东半岛和山东附近海域, 南面

为长江河口以南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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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occurrence and sources of floating Sargasssum horneri in the coastal waters 
of Gouqi Island. This study used the raft attachment and benthic S. horneri in Gouqi Islan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growth, vesicle formation time, and biomass change rules of the attached S. horneri, the occurrence 
time, biomass, and floating path of the S. horneri were analyzed from the sourc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e 
following: (1) The formation time of floating S. horneri from raft attachment is 5–6 months earlier than that from 
benthic sources, and that approximately 99.12% of the biomass of floating S. horneri in the coastal waters of 
Gouqi Island likely originates from raft-attached S. horneri, whereas only 0.88% of the biomass originates from 
benthic S. horneri. (2) The number of floating S. horneri strains formed after the raft-attached S. horneri detached 
from the attachment base was approximately 22×106, with a biomass of about 141938 t. The biomass of floating S. 
horneri solely from raft attachment on Gouqi Island accounts for 23.36% of the total biomass of floating S. 
horneri in the East China Sea, whereas the benthic S. horneri comprises 0.21%. (3) Based on the biomass of 
attached S. horneri in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 the timing of floating S. horneri occurrences, tidal current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Yangtze River environment on the floating pathways of S. horneri, two potential sources of 
floating S. horner in China were identified. The northern source is located near the Liaodong Peninsula and 
Shandong, whereas the southern source is situated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These findings not only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analyzing the sources and occurrence potential of floating S. horneri in the coastal waters 
of Gouqi Island but also offer some basis for tracing the origins of the “Golden T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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